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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SDA-GWR 的浙江县域生产性服务业时空特征及

影响因素分析
*1

李一曼 孔翔*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摘 要】:全球产业结构“服务经济”形态转向宏观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重要构成正成为我国经济

中低增速“新常态”下城市与区域重构竞合格局、提升位序－规模、参与新国际分工的重要“利器”。以浙江 65

个县域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定量测度－时空辨识－因素剖析”逻辑脉络，运用数理统计模型方法和 GIS 空

间分析技术，揭示 2003～2015 年其演变特征、空间效应与影响机理，以期为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

转型发展背景下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格局表现为低

水平均质空间向市辖区首位型城市特别是杭州、宁波等“多中心”的非均衡空间极化演进；其次，体系结构符合 Zipf

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内部六大行业空间集聚呈现以信息服务业为龙头的“三大梯度”层级分异形态；再则，全局

空间存在自相关性但溢出效应微弱且渗透不均衡；最后，其地理过程、格局实践表征被验证为是信息技术水平、人

力资本丰裕度、市场发育成熟度等多重因子非线性共轭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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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90 年马歇尔关注工业集聚景象，开创性提出中间投入品共享、劳动力市场发育和知识外溢效应“产业区”三大经济外

部性机制
［1］

，以及 1969 年简·雅各布斯诠释城市聚集经济效应以来
［2］

，经济地理集聚现象受到广泛关注且研究方兴未艾，相

继涌现熊彼特创新集聚论、波特竞争优势论、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等地理“再发现”系列理论，空间因素嵌入一般均衡框架

“再定义”了集聚经济多维性内涵与外延。伴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经济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形态演进以及全

球化进程中制造业垂直分离深入发展，生产性服务渐成具备战略地位的独立部门；同时由于其生产和消费存在时空上的不可分

离性、不可储存性和非物化性等基本特性，地理空间投影下呈现非协调共轭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集聚趋向，以及重构区

域城镇体系、都市圈和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效应，逐渐引起国内外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领域学者们重

视并纳入研究范畴。

囿于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相异，西方学者较早认识到生产性服务业协调专业化生产以及实现规模经济的作用
［3，4］

，并在地理

集聚与空间结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维向取得丰硕成果；同时，近十年来国内相关学者开展紧扣中国国情的异源同质性本土化

研究同样成绩斐然。其主要成果可归类为:一是格局形态识别。Sassen 等
［5］

、Taylor 等
［6］

、陈建军等
［7］

、席强敏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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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国家、区域等多尺度空间视角，运用 EG 指数、赫芬达尔指数、Krugman 专业化指数等单、多指标，得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

集聚结构形态与城市等级体系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即集中分布于国家或区域层级大都市区亦或高位序－规模城市。二是结构特

征辨识。Airoldi 等
［9］

、Aguilera
［10］

、申玉铭等
［11］

发现首尔、里昂、京沪等城市内部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多呈现“单、多中心

－外围”圈层式地域结构特征，且不同类型业态集聚存在显著地理分异，表现为微观层面同质性企业惯例和区位行为结果。三

是影响因素剖析。Senn
［12］

、方远平等
［13］

、邱灵等
［14］

广泛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地统计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定量方法，探讨人

力资本、城镇化水平、专业化分工等结构性因素驱动生产性服务业较大尺度空间集聚。陈前虎等
［15］

、蒋丽
［16］

、吴建楠等
［17］

认

为城市内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化是级差地租、通勤费用、政府规制等多元因子非线性共振结果。纵观国内现有文献，研究多

以全国省域或全国性城市群，或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内部的两级尺度进行截面分析，县域中观尺度的动态化、比较性研究

鲜有涉及，且其时空格局、影响因子等是否耦合于全国、区域、城市内部特征，还是显示异质性特征是有待检验的；再则，适

宜县域尺度的刻画方法也是有待探索的。

进入 21 世纪，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四化同步”等不断推进，经济中低增速“新常态”情景下渐进式发

展嵌入全球价值链高位阶的科技研究、市场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我国区域与城市参与新国际产业分工最优选择，以及提升

综合竞争力有效手段，乃至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要路径
［18，19］

。浙江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之一，2015 年服务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49.8%，县域“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型和制造业垂直分离有序推进，为县域尺度单元下开展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的时空匹配、空间效应、影响因素等问题与特征探究提供样本素材。因此，本文围绕浙江 65 个县域尺度单元，开展 2003～

2015 年时空纵横、尺度细化交叉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时空动态演变特征及动力机制的全局概括性以及局部异质性分析，以期

在充实实证研究案例、完善地理学相关研究的同时，为浙江构筑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连续性、结构高效性、组织协调性提供实践

指导。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全省土地面积 10.18×104km
2
，下辖杭州、宁波、温州等 11 个地级市及所辖

34个区和 54 个县、县级市，是我国经济较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区之一。2015 年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 13 万亿元，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到 65.7%，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4.3∶45.9∶49.8；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1.03 万亿元，分别占 GDP 总量的 24.01%

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48.24%，就业人数 159.71 万人，分别占总就业人数的 14.31%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 38.28%，凸显生产性

服务业引领区域经济提质发展的权重作用。本研究中城市为县级行政区基本空间单位，地级市辖区作为整体单元分析。

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选取 53～60、63～75 行业代码区间服务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类别；同时，

基于服务业统计口径、统计方法和数据可获取性因素考虑，相关指标所涉数据采用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就业人员进行测算，

数据来源于 2003～2015 年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及各县(市)统计年鉴，对期间杭州市、衢州

市、宁波市、绍兴市因行政区划调整所涉区域进行归并处理，确保研究数据时序完整性。

1.3 研究方法

1.3.1 位序－规模法则

应用 Zipf 位序－规模法则和分形理论，以城市个体视角透视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分布规模等级结构及其差异性，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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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 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数；R 为城市位序；K 为理想首位城市规模；q 为 Zipf 维数，其中首位型(q≥1.2)、

集中型(0.85＜q＜1.2)、分散均衡型(q≤0.85)。

1.3.2 空间基尼系数

运用空间基尼系数，以全域视角度量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总体空间集聚程度，反映城市相对专业化程度，其表达式

为
［15］

:

式中:Lij为 i城市 j类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Lj为区域 j类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Li为 i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L

为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其中 G 值介于 0～1间，数值越大表明行业集中程度越高。

1.3.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选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通过空间权重矩阵和滞后向量描述数据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揭示相邻研究单元空间

关联性与作用机制。

（1）选用 Global Moran’s I 指数，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其公式为
［20］

:

式中:N为研究对象数目；Xi和 Xj分别表示第 i 和第 j个单元观测值； 为 Xi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空间相邻为 1，不

相邻为 0，指数 I统计量取值介于－1～1 间，其中大于 0 表示空间正相关，小于 0 表示空间负相关。

（2）选用 Moran 散点图和 Local Moran’s Ii方法，进一步度量区域 i与其周边地区之间的空间局部差异程度及其显著性。

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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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i和 Zj分别为研究单元 i和 j上观测值的标准化；Wij为空间权重。

1.3.4 地理加权回归

引入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地理位置置入回归参数条件下的邻近观测值子样本数据信息局域回归模拟，以反映空间

数据非平稳性和复杂空间参数变化，其表达式为:

式中:(ui，vi)为第 i 样本空间单元地理中心坐标；βk(ui，vi)为连续函数βk(ui，vi)在 i 样本空间单元的值，K 是自变量个

数。

2 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演变特征

2.1 就业人数总体空间分布

从图 1看出，就业人数分布格局呈现如下特征:①2003～2015 年省域及各城市就业人数相异变化。全省总就业人数从 2003

年的 63.02 万人增长到 2009 年的 102.98 万人，再到 2015 年的 159.71 万人，期间增幅 153.43%，显示区域后工业化进程中制造

业垂直分离、两化深度融合及新型城镇化纵深推进等多项因素共振作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蓬勃发展的态势。从单体城市来看，

舟山、杭州、宁波三市辖区类城市成为异速增长主力军，分别增长 281.46%、280.68%、189.70%；江山、嵊州、常山三县域类城

市萎缩程度居前，分别减少 54.16%、77%、41.18%，城市层级动态分异趋向反映出城市在职能变迁过程中更多承担基本职能而累

积性正向影响地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②省域空间结构呈现“核心－边缘”等级圈层特征。围绕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四大

中心城市建构的都市区经济圈为省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主体空间形态，2015 年其数值分别达到 60.11 万人、21.93 万人、

10.70 万人、3.95 万人；而外围像开化、庆元、泰顺等县(县级市)区域则受制于历史地缘、城市规模、要素资源、产业基础等

因素掣肘，生产性服务业难以实现规模化空间集聚与专业化发展，2015 年有近 20 个城市数值仅位于 0.10～0.30 万人区间，省

域生产性服务业全局“核心－边缘”等级圈层结构特征显著。③时空格局显现环杭州湾南岸“多中心”演进。由于与首位城市

功能匹配的交通区位、集聚经济、制度厚度等因素综合型构作用，省域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由杭州、宁波、台州、温州、金

华等传统中心城市组成的沿杭甬、甬台温、杭金衢等交通大通道轴带状“Π型”格局逐步向杭州、宁波、绍兴等高等级城市构

成的环杭州湾南岸“多中心”圈层结构空间极化演进，特别是向杭州、宁波前二位城市动态集聚，其总量领先于其它 9 个市辖

区类城市总量由 2003 年的 3.94 万人，拉大到 2015 年的 33.71 万人，显示出尺度重组下长三角城市群、舟山群岛新区等“次国

家区域”内的环杭州湾中心城市在全球化、城镇化、信息化等多重推拉因素作用下的“虹吸效应”极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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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双尺度空间集聚与分异

2.2.1 位序－规模结构特征

根据公式(1)，通过 SPSS19.0 软件回归拟合得到 2003～2015 年浙江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位序－规模结构双对数模型均通过

0.01 水平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 R2 均大于 0.96，符合位序－规模分布法则(表 1、图 2)。①杭州、宁波等城市首位型极化演变。

依上述回归结果看，q值从 2003 年的 1.14 增长到 2015 年的 1.43，增幅 25.44%，其中仅中间 2011 年份出现微小离散扰动，且

2005 年 q 值便超过 1.2，长时间序列 q 值呈现总体平滑增长态势，说明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空间体系结构凸显趋强首位型分布演

变；同时结合上述就业人数空间分布特征，q值变化有效证明了区域生产性服务业演化呈现中心城市空间指向性特征，即向杭州、

宁波、绍兴等环杭州湾南岸高位序－规模的市辖区类城市极化演进，非协调耦合于省域自浙西南丘陵向浙北平原的“反自然梯

度”经济地理时空分异格局，体现出城镇化驱动下中心城市集聚与规模效应外生因素，和更多基于地理邻近的主体知识溢出、

创新欲望和学习效应等内生因素的作用，使得首位型城市成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阵地，有序引导“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

济”转型发展成为必然。②首位城市非最优规模集聚。从表 1 中可以看出，理想首位城市从业人员规模 K 值从 2003 年的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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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增长到 2015 年的 67.61 万人，增幅 289.01%，显示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伴随地区经济发展的动态扩张趋势；但其中 2015

年首位城市杭州就业人数实际数据仅为 60.11 万人，与理论数值存在 7.5 万人差距，侧面反映出杭州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未达到

最优集聚规模，仍存在较大潜在增长空间。

表 1 2003 ～ 2015 年生产性服务业位序－规模双对数回归结果

年份 回归公式 K（万人） R2

2003 lnP=1.24-1.141nR 17.38 0.97

2004 lnP=1.26-1.161nR 18.20 0.98

2005 lnP=1.35-1.211nR 22.39 0.96

2006 lnP= 1.39-1.251nR 24.55 0.96

2007 lnP=1.42-1.261nR 26.30 0.97

2008 lnP=1.50-1.281nR 31.62 0.97

2009 lnP=1.55-1.301nR 35.48 0.98

2010 lnP= 1.60-1.31 InR 39.81 0.98

2011 lnP=1.61-1.291nR 40.74 0.98

2012 lnP=1.72-1.361nR 52.48 0.98

2013 lnP=1.77-1.401nR 58.88 0.97

2014 lnP=1.78-1.411nR 60.26 0.97

2015 InP=1.83-1.43InR 67.61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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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行业空间集聚特征

根据公式(2)，计算得到省域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及细分行业空间集聚程度(图 2)。①行业总体趋向空间集聚。从整体来看，

生产性服务业总体空间基尼系数从 2003 年的 0.0066 增长到 2009 年的 0.0181，再到 2015 年的 0.0278，基期值、中间值与现数

值均较低，但期间增幅高达 320.88%，反映出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由低水平均质空间向相对专业化的非均衡空间集聚演进，符合上

述论证结论。②行业内部结构呈现分化特征。从细分行业角度分析，信息服务业从 2003 年的 0.0056 增长到 2015 年的 0.0902，

增幅 1497.33%，异军突起成为领先集聚梯队，主要得益于信息时代以阿里巴巴等为龙头企业的杭州信息经济集群化发展以及向

邻近和等级的宁波、绍兴、嘉兴等城市的空间外溢扩散。金融服务业从 2003 年的 0.0088 增长到 2015 年的 0.0252，增幅 185.41%，

科技服务业从 2003 年的 0.0220 增长到 2010 年的 0.0556 后又下降到 2015 年的 0.0235，两者聚类为第二集聚梯队，其中科技服

务业呈倒“U”演变形态，某种程度上表现出集聚与扩散动态平衡进程中向空间均衡化演变。交通运输业、房地产服务业和商务

服务业维持 0.002～0.018 区间微小波动，且多数年份数值小于生产性服务业总体空间基尼系数，呈现相对较低水平集聚形态，

三者归结为第三集聚梯队。总体上来讲，六大行业“三大梯度”的分异集聚程度呈现出不同行业区域分工协作、行业发展阶段、

空间集聚诉求等多维异质特性下的空间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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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根据公式(3)和(4)，运用 OpenGeoDaV1.2.0 软件计算得到 2003～2015 年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及 Moran 散点图(图 4)。①全

局空间存在正相关。2003 年、2009 年、2015 年 3 个时间断面 Global Moran’s I 数值分布为 0.139、0.099、0.074，均大于 0

且都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浙江省县域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存在正相关性以及空间依赖、聚集特征，即发展较高(较低)

水平的城市趋于地理邻近群聚；但期间 Global Moran’s I 数值基数较小且呈现渐趋小的走向，凸显出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处于相对空间极化进程，空间外溢效应微弱且渗透不均衡。②局部空间存在差异性。通过 Moran 散点图识别城市空间聚类特征，

发现 3个研究年限中分别有 44 个、45 个、47 个城市位于典型区(HH 或 LL)，其中杭州、绍兴 2 个城市一直位于 HH 象限，并协

同处于 HL 象限的宁波构成环杭州湾南岸极化趋同俱乐部簇群，局部相邻空间存在扩散效应；而落入 LL象限由 2003 年常山、江

山、遂昌等 42 个城市增加到 2015 年庆元、文成、泰顺等 45 个城市，个体总数量呈现增长态势，且位于 LL 象限城市基本为浙

西南欠发达县域类城市，折射出省域边缘山区面临难以实现内生性跨越式发展，以及地理距离衰减规律作用下难以接收位于浙

东北、浙东南地域像杭州、宁波、温州等策源地城市外源性辐射的双重困境，造成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低水平循环累积因果式发

展。再则，3个时间断面分别有 21 个、20 个、18 个城市位于非典型区(HL 或 LH)，其中落入 HL 象限城市数量不变，落入 LH 象

限由 2003 年桐庐、奉化、临安等 14 个城市减少到 2015 年桐庐、新昌、安吉等 11 个城市，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相较相

邻城市低的城市数目在减少，但从整体数量结构的相对变化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马太效应”极化作用下“大都市阴影区”

现象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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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异影响因素

3.1 影响变量选择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是产业内生更替投影于地理过程、格局的重要表征，其中经济全球化、信息通讯技术、制造业基础

等多维宏、微观因素的非线性共振为其时空演变的本质体现。参阅国内外文献资料
［14，15，21，22］

，以及考虑数据可获取性、可表征

性等维度，并通过检测影响因子全局或局部多重共线性，选取信息化发展指数、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 GDP 比重、工业生产总值

占 GDP 比重、每万人拥有高校在校生数、市场发育指数、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 GDP 比重等 5 项代表性数值分别衡量信息化水平、

工业化水平、人力资本丰裕度、市场发育度、经济开放度。其中信息化水平指标采用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浙江省统计

局发布的《2015 年浙江省信息化发展指数评价报告》中的信息化发展指数；市场发育度指标采用申玉铭等
［23］

学者提出的市场发

育程度计算而得。

3.2 检验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5)，利用 ArcGIS10.1 软件 GWR 模型对影响 2015 年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空间分异的因子进行地理加权回归分

析，同时将参数估计值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图 5)。从整体回归估算系数来看，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丰裕度、市场发育度等对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正向作用，经济开放度、工业化水平等因子则存在正、负作用，且计算得到各城市参数估算值均不同，

空间非平稳性特征较为显著。回归结果具体特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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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技术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第一推动力，信息化水平每提升 1%，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提高约 1.95%～4.15%。其中

信息技术水平对杭州、宁波、嘉兴、舟山等城市影响较大，其次是对绍兴、嘉善、宁海、奉化等城市，而对苍南、泰顺、文成、

淳安等城市影响较小，全域形成 45度倾斜“工”字型空间格局特征。总体上来说，以杭州信息服务业策源地为中心的区域信息

基础设施完善、产业技术创新、应用消费普及等，架构了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时空压缩”信息通讯技术载体，降低了

区域金融服务、物流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外生交易与流通成本，推动了地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同时，为科技研究非编码

隐性知识交流提供“虚拟空间”远程技术支撑，实现生产性服务业“本地蜂鸣”与“创新通道”。

(2)人力资本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相当权重驱动作用，人力资本每增加1%，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提高约 0.66%～1.16%。

其中对杭州、宁波、嘉兴、慈溪等城市推动作用较大，而对江山、开化、庆元、遂昌等城市影响较小，总体形成“反自然梯度”

断层式的多带状空间形态。21世纪是人才的世纪，环杭州湾城市群以及市辖区类城市凭借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信息枢纽中心、

宜居宜业环境等综合竞争力因素，成为新型城镇化推拉机制作用下高知识水平和技能的人力资源集聚高地，正向促进了地区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空间集聚；同时，生产性服务业智力、技术密集型本质特征，客观上也决定了微观企业倾向于人力资本高地

选址与布局的区位偏好行为。

(3)市场发育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估算系数介于 0.65～0.72 区间。其中对衢州、龙泉、常山、泰顺

等城市正向影响较大，对杭州、绍兴、诸暨、海宁等城市促进作用较弱，形成由浙西南向浙东北较为均值化的空间递减规律特

征。从影响系数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省域经济发达地区的浙东北城市市场发育较为成熟，存在一定程度边际效益递减现象；而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浙西南丘陵山区处于市场发育培育期，市场容量扩容、市场机制创新、组织形式提效等方面增量能带来更

具效果的正向助推作用，两者共通说明市场发育确有降低生产性服务业规模门槛，提高随机服务系统服务设施和服务人员使用

率，减少闲置损失的功效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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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化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正、负影响作用，估算系数介于－2.35～0.42 区间。其中对安吉、临安、淳安、桐乡等

城市负向影响较大，对杭州、湖州、宁波、绍兴等城市负向影响较小，对慈溪、舟山、象山等城市存在微弱正向影响。总体来

看，西部边缘城市依托丰裕生态资源禀赋，实现了摆脱工业化束缚的可持续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而东部城市虽进入工业化后期

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但外向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位阶“逐底竞争”路径依赖仍显突出，两化深度融合、智能制造、“机器

换人”等“中国制造 2025”浙江行动系列组合拳对促进制造业分离与外包研发设计、咨询服务、信息服务、运输物流等生产性

服务业的需求和推动有待时间和空间释放。

(5)经济开放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正、负微弱影响，估算系数位于－0.40～0.06 区间。总体来说，浙江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的增加未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起到实质推动作用，究其原因可归因为:虽然浙江民营经济高度发育，但是构成生产性服务

业重要内容的金融服务、邮电通信、科研设计等行业仍多以国有企业所主导；再则，我国还未完全开放外资企业进入生产性服

务业
［24］

，制度与门槛双重因素制约造成城市难以引进新技术、新理念、新模式变革与提升地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4 结论

生产性服务发展与布局研究与实践一直深受学术界与政策界关注，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

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本文以县域中观地理尺度视角，基于位序－规模法则、空间基尼系数、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数理统计模型方法和 GIS 空间分析技术，动态化、比较性剖析 2003～2015 年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地理过程、

格局差异、空间效应和影响因素，得到结论如下:①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信息服务业围绕杭州、宁波、绍兴等“两主、多副”

的市辖区类城市空间指向性演变特征显著，其并未耦合于县域经济发展格局，但协同于大空间尺度分析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向

大都市区亦或高位序－规模城市集聚的趋向，说明生产性服务中心城市集聚存在集聚效应、知识外溢等作用机制的内在逻辑；

而 2013 年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发展战略提出，正是响应了这一演变规律与实践诉求。②生产性服务业全局

地理空间存在依赖性与异质性特质，其中杭州、绍兴、宁波等环杭州湾南岸中心城市与周边邻近性城市存在微弱外溢效应，其

他城市则处在 HL、LH 或者 LL 关系中，这进一步论证了浙江县域生产性服务业处于空间相对极化的主基调阶段。③县域空间单

元尺度下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作为因变量，同信息技术水平、人力资本丰裕度、市场发育度等内生、外源性多元自变量因子

存在较佳回归拟合结果，有效解释了区域生产性服务业时空动态分异规律。结论之外，本文也存在些许不足点，其实除本研究

所用位序－规模法则、空间基尼系数等较为常规方法外，适宜性数理方法论有待进一步探索；再则，空间尺度越小，影响事物

变化的因素就越复杂，浙江县域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演化分析有待进一步挖掘诸如制度、文化等影响因子的作用机制，作者后续

将对其进行深入探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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